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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收入是当今美国政府财政收入
的主体，尤其是在联邦政府层面占据主
导地位。历史上，美国财政政策经历了
从依赖土地财政转向税收财政的过程。
自美国建国至 1862 年近百年间，土地
财政收入一直在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中占
据主导地位，土地财政政策对早期美国
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财政的起源

美国的土地财政，始于建国之初。
为偿还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国内外
债务、缓解信用崩溃造成的财政压力，
美国中央政府制定并大力推行土地财政
政策。

1783 年，在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
《巴黎条约》中，除承认13块殖民地独
立之外，还把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
西西比河以东、佛罗里达以北、五大湖
以南的英国殖民地，都划给了美国。这
块土地的面积，足足有 150 万平方公
里，几乎是原来 13 块殖民地总面积
（80 万平方公里） 的两倍。当时的美
国，还没有成立联邦政府，只有一个从
大陆会议转变来的邦联国会，协调 13
个州之间的事务。为处置这一大块土
地，邦联国会先后出台了 1784 年《土
地法令》、1785年《土地法令》和1787
年《西北法令》，一方面规定了美国在
新的土地上建立州的原则，另一方面也
开创了国家土地所有权制度。所以，美
国的土地在建国之初并非完全归私人所
有，而是部分私有、部分国有，而且国
有土地远远超过私有土地。

邦联国会规定，将新领土划分为 6
个领地，任何一个领地的居民，达到 2
万人即可建立议会，达到 6 万人之后，
就可以独立建州，新的州和原有的 13
个州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利。而邦联政府
通过向新移民出售土地让其定居，是增
加领地居民的主要途径。从 1776 年美
国建国至 1862年近百年间 ，美国中央
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的正是土地财政
收入。与此同时，美国几乎无偿从原住
民手中掠得大片土地，再加上从法国拿
破仑政府手中廉价购买的路易斯安那
州，美国政府获得大量土地并通过倒卖
土地大发横财。美国政府用 1500 万美
元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州高达214万平方
公里的土地，仅仅每英亩 3美分。3美
分/英亩买到的土地，转手卖给新移
民，最低都是 1.64 美元/英亩，获利 50
多倍。当时联邦法律规定 13 个创始州
的新拓展地和新加入州的境内土地，都
由联邦政府所有、管理和支配。联邦政
府通过拍卖土地获得巨额出让金，美国
土地财政由此兴起。

土地财政的发展与影响

邦联政府1785年《土地法令》于5
月 20 日通过，确认了先测量后出售、
大块拍卖、镇区制等土地出售的基本原
则。联邦政府成立后，围绕如何利用广
袤且尚未开发的西部土地，并未达成完
全一致的意见，而是分成了两派：一派
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主张

“将西部土地大片出售给大土地公司，
快速换取财政收入以解决美国的债务危
机， 同时积累资金优先促进东部制造
业的发展”；一派以托马斯·杰斐逊为
代表，主张“将西部土地以免费或相对
廉价的方式分配给中小拓荒者等私人土
地开发者，尽快开发土地并发展农业，
有效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这种局面造成了美国早期土地财政
领域的“汉密尔顿—杰斐逊”钟摆现
象，两派思想共同对美国早期土地政策
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究其本质，则
是不同党派或集团之间的理念与利益之
争。1785 年《土地法令》中关于公共
土地出售的最小面积单位为640英亩等
规定，实际是通过抬高土地出售条件的
方式，保护了土地投机者而非农民等私
人开发者的利益。顺势而为，汉密尔顿
一派的观点首先在土地政策确立之初占
据了上风，大土地公司在这一时期几乎
将土地交易垄断， 1796 年 《土地法
令》 也基本遵循了 1785 年 《土地法
令》确立的精神和原则，并确立了土地
信贷相关制度。但随着后续土地改革的
推进及美国领土的不断扩大，杰斐逊一
派及其思想继任者的观点逐渐被更多人
接受，如1800 年《土地法令》设立了4
个负责土地出售的土地局以便西部边疆
的拓荒者购买土地，同时提高了购买土
地的分期年限，降低了最低土地购买面
积等。进入 19 世纪以来，随着杰斐逊
一派思想逐步占据上风，以有偿购买为
主的土地政策，快速推动了西部新开发
土地的私有化进程。

概言之，18 世纪末的美国土地财
政主要是联邦政府通过出售大宗土地获
得财政收入，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19
世纪初美国土地财政的实质，是联邦政
府通过出售土地给中小开发者，在获取
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促进了中西部经济
社会发展。1833—1837 年，联邦政府
依靠卖地收入已经基本偿清了所有债
务，国库中还有大量盈余，从而巩固了

整个联邦的财政和国家信用——这也是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至今这 200 多年间，
仅有的几年“不欠债时期”。自美国建
国至 1862 年近百年间，公共土地收入
很快成为联邦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土
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
到48%。

从即时效果来看，美国当时的土地
财政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前期极大助
力了政府还清债务、充实国库，后期带
动了土地私有化和地方经济发展。但从
综合效应来看，土地财政在发展农业、
吸引劳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 1814 年
至 1818 年的西部地产投机热，引发
1819 年美国的债务危机。为此，1820
年《土地法令》中取消土地出售信用条
款，并规定必须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土地
价款、下调土地拍卖的最低价格和最小
面积等，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土地过于集
中，同时有助于满足中小农户的购地需
求。美国土地财政出现有利于中小农户
购买的倾向，购地最小面积逐步减少，
1832 年时已下调至 40 英亩。大量中小
农户购买土地，也使得美国土地交易空
前火爆。

土地财政的终结

由于美国土地交易的火热与价格的
暴涨，再加上金融政策调整与棉花种植
产业链停摆，从西部地产投机开始的房
地产泡沫被引爆，导致了 1837 年的

“美国大恐慌”，银行倒闭、工商业破
产、基础设施停工、失业率剧增等问题
接连出现。大恐慌导致了全美房地产价
格崩盘，市场交易几乎停滞，很多人失
去土地和房产，大量土地被荒废，到处
是烂尾楼房与工地，基础设施和土地开
发处于停滞状态。1837 年开始房价暴
跌，1842—1843 年，全美大部分地区
房价跌至谷底，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萧
条。随着房地产价格暴跌，购买联邦政
府土地的居民数量急剧下滑，政府卖地
收入锐减，导致联邦政府的整体收入
锐减。

为激活土地市场，1841 年永久性
先占法案《公地优先购买权法》被通
过，标志着开荒者开始被赋予“先占
人”的地位；而 1854 年通过的《土地
价格递减法》规定，针对上市多年而没
有销售掉的土地，按与其上市时间成反
比的规则重新核定新的上市价格，为后
续免费对西部地区定居者供给宅地提供
了过渡。时至南北战争期间，1862 年
林肯政府颁布的《宅地法》则进一步加
速了土地的分配，标志着土地私有化进
一步发展，但也预示着土地财政的终
结。历时近百年的美国土地财政政策，
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全面实施，也步入了
尾声。

作为一种地上文物，古代碑刻
多被用于记生平、颂功德、警子
孙，能够补充史书中缺乏的具体史
实，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与典籍文
献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记忆。而在雪域高原拉萨矗立 1200
多年之久的长庆会盟碑 （又称“唐
蕃会盟碑”），就见证了中华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无声地诉说着
汉藏民族之间的坚贞友谊。

古代藏文文献记载，吐蕃与中
原地区在囊日松赞时期已经有了来
往，并且从中原引进了历算和医学
知识。但是，双方之间只限于民间
交往，互派使者的高等级交流尚未
出现。直到7世纪中叶，吐蕃赞普松
赞干布迎娶唐朝的文成公主，才开
启了唐蕃之间官方友好交往的大门。

唐太宗出于稳定边疆的考虑，
答应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到吐蕃，
成为中国古代和亲史上的美谈。《旧
唐书·吐蕃传》记载：“高宗嗣位，
授弄赞 （即松赞干布） 为驸马都
尉，封西海郡王。”后来，高宗又加
封松赞干布为賨王。景龙四年（710
年），唐中宗任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
护送金城公主入蕃，嫁予吐蕃赞普
赤德祖赞。根据多种文献的记载，
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两次和亲是双方
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变化的结果，
客观上促成吐蕃赞普确立与唐朝皇
帝更为亲近的“外甥”身份，两者
从普通的毗邻关系演变成“舅甥”
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唐朝与吐蕃之
间使臣交往共计290余次，其中蕃使
180 余次，唐使 100 余次。每一次请
婚、议亲、出嫁、会盟均是一次文
化互访团，每一位成员都成为友好
交往的参与者。

唐朝与吐蕃之间关于边境问题
偶有摩擦，双方采用了会盟的做
法，其中具体划分边界的会盟共有
三次：第一次会盟发生于733年，唐
玄宗与赤德祖赞商议举行会盟，双
方约定关系以和平为主，边界则以

赤岭为界。第二次会盟发生于 783
年，唐德宗与赤松德赞约定再续舅
甥之好，在清水举行会盟。第三次
会盟发生于长庆三年 （823 年），在
此之前双方已有充分的铺垫。

821年，当听说唐穆宗李恒即位
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先后两次派
使臣前来长安，一是向穆宗表示祝
贺，二是请示双方会盟之事，唐穆
宗表示同意。同年十月，唐蕃会盟
于长安西郊，吐蕃礼部尚书论讷罗
担任会盟专使，唐朝则派出了以崔
植为首的 17 人使团，双方进行了多
次协商。长庆二年 （822 年），唐朝
派出的和盟专使为当时的大理寺卿
刘元鼎，他率领使团带着满满的诚
意到达了吐蕃，与吐蕃官员钵阐
布·勃阑伽允丹等人在逻些东郊会
面，并在前期协商的基础上拟定了
盟文的内容。在正式会盟之前，赤
祖德赞专门接见并宴请了刘元鼎等
人。会盟仪式由钵阐布·勃阑伽允
丹主持，按照中原地区会盟的惯
例，参与人员需要歃血为盟，但考
虑到钵阐布·勃阑伽允丹的身份为
僧人，最终只是饮用了郁金水为
盟。为了保证会盟的内容落到实
处，会盟结束后双方还进一步探讨
了相应的策略。其中，吐蕃派出使
者跟随刘元鼎回到长安，为了强化
双方共同信守诺言，吐蕃还派人到
大夏川召集将领 100 余人宣读盟文。
第二年，双方决定在逻些和长安分
别设立纪念碑。为纪念长庆会盟取
得的成果，唐朝与吐蕃双方分别在
两地立碑，称为“舅甥和盟碑”。因
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所以这块
碑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

如今，我们见到的长庆会盟碑
上使用了汉藏两种文字，以合璧的
形式刻写，强调了唐蕃之间“社稷
如一”的友好关系。石碑的顶部有
长方形的顶盖，上面镶嵌有顶珠。
石碑的下部与底座已经因为时间久
远而被埋在了地下，东面的文字主
要追述了吐蕃自身的历史，回忆了

唐朝与吐蕃间的关系渊源。石碑西
面刻有汉藏合璧的盟文，南面碑文
刻有“大唐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
僚名位”，记载了参与立盟的18位唐
朝官员的官位与姓名；北面碑文刻
写“大蕃宰相等和好登坛立盟官僚
名位”，记载了17位吐蕃官员的官位
与姓名。两面石碑均采用了上面藏
文、下面汉文合璧书写的形式，体
现了会盟过程中的对等性原则。正
如碑文所述：“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
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依
此盟誓，永久不得移易，然三宝及
诸贤圣日月星辰请为知证”。长庆会
盟碑碑文所表达的主题清晰而坦
诚，是唐蕃友好的直接见证。

根据 《旧唐书》 和 《新唐书》
等汉文文献记载，石碑刻立的时间
分别为吐蕃的铁牛年、水虎年和水
兔年，即唐穆宗长庆年号的元年
（821 年）、二年 （822 年） 和三年
（823年）。在对汉藏两种古文献对比
和互证的基础上，学术界已经达成
共同的观点：铁牛年（821年）冬季
初月十日，在长安城的兴唐寺举行
了唐朝的盟誓仪式。水虎年 （822
年） 夏季中月六日，在逻些城的东
面举行了吐蕃的盟誓仪式。水兔年
（823 年） 春季中月十四日，双方议
定的盟文刻写在石碑上，分别立于
逻些与长安。至此，长庆会盟宣告
完成。

唐朝与吐蕃之间有不少于 10 次
的会盟，有 8 次明确见于史籍的记
载。长庆会盟是双方会盟中最为成
功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取得的
效果有目共睹。长庆会盟碑重申了
吐蕃与唐廷的甥舅亲谊，双方决
定：“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
约，永无沦替”“彼此不为寇敌，不
举兵革，不相侵谋”“合舅甥亲近之
礼，使其两界烟尘不扬，罔闻寇盗
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
乡土俱安”。 碑文情感真切无比、内
容通俗流畅，即使千年之后读起
来，依然朗朗上口、铿锵有力。会

盟碑中反复强调“社稷如一统”，表
达了双方希望维持和平关系的迫切
心情。

法国学者戴密微在其著作《吐
蕃僧诤记》中提出，长庆会盟碑是
自清代以来被中外学界普遍关注的
碑刻，也是“目前人们所知道的有
关亚洲最重要的碑铭资料”。从史料
记载、出土文物等多重证据可以得
出，长庆会盟碑是我国现存的珍贵
的实物记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庆会盟的内容以汉藏文字合
璧刻写，采用了汉藏音译对照的形
式，这为研究我国历史上的碑刻提
供了珍稀的视角，也为研究民族文
字、语言翻译等提供了一手资料。
碑文详细记载了长庆会盟的背景、
过程、达成的共识以及官员名录，
在形式上较为完备。碑文对历史的
追溯较为详细，尤其是对和亲吐蕃
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入藏年
代、迎娶的赞普等有特别的记载，
是历史真实事件的有力辅证。

更为重要的是，长庆会盟碑是
汉藏民族之间友好交往、互助互信
的历史见证。和平友好是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主流，长庆会盟
符合汉藏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
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案
例。在唐朝与吐蕃的往来互动中，
大批的唐人前往吐蕃，也有大量吐
蕃人来到中原。唐朝先进的制度、
领先的技术源源不断地传输到吐
蕃，吐蕃的马和形制优美奇异的金
银器等物品陆续传到中原，频繁的
技术与文化双向交流促进了彼此的
发展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日渐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
越来越大，当代中国史研究受到海
外的高度关注，吸引了多学科学者
的参与，相关研究机构、研究队伍
不断壮大，成为海外中国学研究中
的显学。海外先后出版一批丰富多
元的国史研究成果，涌现出费正
清、史华慈、傅高义等知名研究学
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内容丰富，
研究方法多元，但也存在一些局
限，需要辩证看待。

海外国史研究成果的领域颇为
广泛，既有综合性研究，又有专题
性研究，且作者来自美国、日本、
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海外成
果涉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
交、人物、社会、文化等方方面
面。这些成果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
进行国史研究，普遍运用历史学、
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
等跨学科的方法，有较强的问题
意识。

在综合性的研究上，美国学者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国学者迈斯
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日本学者宇
野 重 昭 等 著 ：《现 代 中 国 历 史
（1949—1985）：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
平时代》 等较有代表性，讲述了
1949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中国
历史，但在史实叙述上也存在一些
错误。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研究上，美
国学者汤森、沃马克著 《中国政
治》、美国学者库恩等著 《脱贫之
道：中国共产党的治理密码》、英国
学者古德曼等编著 《中国的挑战：
调整与改革》等书，关注了中国的

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
国家治理等问题，从国家与社会关
系变迁视角审视中国政治。

当代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的中国经济模式，海外对此颇为
关注。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大国
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美
国学者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
美国学者库恩的《中国30年：人类社
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美国学者戴慕
珍的《中国乡村起飞：经济改革的制
度基础》、意大利学者纳波利奥尼的

《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
国模式》等书，对于计划经济、市场
经济、收入分配、经济体制改革、对
外贸易、金融改革等重要经济问题都
有涉及，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了肯定，认为中
国的现代化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妇女性别史是海外学者
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贺萧的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
化历史》、加拿大学者朱爱岚的《国
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等著作，
关注了当代中国妇女的工作、生活，
特别是从性别史视角考察妇女阶层的
特殊性。

当前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史的探讨较多。澳大利亚学者方小
平的《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
学》、美国学者魏美玲的《革命的身
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
等书，选题较有新意，涉及当代中国
民众社会生活等内容。

此外，海外学界还分析了当代
中国外交问题。如瑞士学者卡普尔
著《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德国
学者弗朗克·泽林著 《中国冲击：
看中国如何改变世界》，重点关注了
中国的外交思想与政策、中美关系

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参与全
球事务的努力。

在海外当代中国人物研究上，
以对毛泽东的研究最多。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专门推出了“国外毛泽
东研究译丛”，包含美国学者施拉姆
的《毛泽东》、俄罗斯学者潘佐夫的

《毛泽东传》等10多部著作，涉及毛
泽东思想、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的探索等内容。另有美国学者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美国学者
贝奇曼的《陈云》、美国学者库恩的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传记。

从整体来看，在研究范式上，
海外国史研究受到美国中国学研究
转型影响，同样呈现了从“冲击—
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再到

“国家—社会”范式的转变。当前的
研究更加重视中国的主体性，从中
国的自身来进行探讨，并注重在全
球互动视角下审视当代中国史。海
外学者习惯将某种理论运用到国史
研究中，还善于创造一些新的研究
概念，如“毛主义”，中国政治研究
的“铁三角”理论，“中国软实力
论”等，尽管看似新颖，但实际有
些理论并不适合当代中国的实际，
有生搬硬套之嫌。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一些国外
学者在改革开放后来到中国进行实
地调研，搜集了一些口述史料与档
案史料，如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写作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时
曾走遍广东70多个县进行调研与资
料搜集。由于海外作者身份比较多
元，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学者外，
还有一些是外交人员、记者等，故
导致所著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国外
的一些著作对一手档案史料的利用
偏少，反而使用一些内容不实的二

手史料，未对史料进行严格的考
证，导致内容叙述的错误，这种现
象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
有较多体现。而且由于文化背景差
异及中文水平问题，一些国外作者
对中文史料的解读存在误读，并不
能准确理解史料背后的真实涵义。

此外，对于海外国史研究成
果，国内学界应该加强对最新成果
的翻译引进，特别是加强对“全球
南方”国家相关国史研究成果的引
进，充分借鉴吸收其研究方法、理
论，并注重对国外收藏的国史资料
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构建国史
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尤为重要的是，国内学者对于
海外成果不能盲目崇拜，而是要从
学术视角进行平等对话与批判借
鉴。要高度警惕海外国史研究中的
错误观点言论，如对于其涉及当代
中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不当评
论，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
国崩溃论”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
观点，以及在史观上的西方中心主
义倾向及意识形态偏见，等等。对
此，国内学者也应及时在国外报刊
撰文回应并进行批驳。同时，加强
国内学者代表性成果的学术外译，
增强国内成果在海外的学术影响
力，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代
中国伟大成就的正面学术宣传，从
国史领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进而深入影响海外的国史
研究，切实推动国史领域的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

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如何正确看待海外国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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